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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藝術

要總司令去領導一個騎兵團

未必能表現出色，而騎兵團長卻

可能帶好軍團。

—克勞塞維茨 (C a r l  v o n 

Clausewitz)

任
何軍事作戰的成功，有賴

其領導者的經驗與良好判

斷。理想上而言，所有指揮官除

了應具備一些極重要的性格特質

外，理當受過高階的專業教育與

訓練。此外，指揮層級愈高，其指

揮官與幕僚符合這些要求就更加

重要。戰爭勝負不在戰術階層，

而是在作戰和戰略階層。因此，

挑選作戰指揮官完全取決於渠等

是否經得起檢驗或是潛在的作戰

能力，而非依其政治關係或管理

技巧，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作戰

指揮官並非管理員，而是一位身

先士卒的人。

領導與管理的對比
「領導」可定義為直接或間接

影響他人與環境的藝術，以及創

造條件使組織持續成功達成既

定目標的技能。1 人的領導才能無

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量化，

它在本質上是不易度量的。領導

和管理並非是同一件事，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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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是一門藝術，作戰領導更非易事，一名稱

職的指揮官，除了需具備專業知識、均衡的性格

特質外，尤須具備作戰思維，方能全般思考，未

雨綢繆。一名出色的指揮官才能在兩強對陣中

獲取戰果。

1943年7月25日，美陸軍的李奇威(Matthew Ridgway)將軍(左二)在西西里

島里貝拉(Ribera)之一隅。(Source: 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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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達成組織目標的資源分配及控管—無論是

人、物資或是財務。2 傳統上，物資優勢是美軍強

調管理思維和以商業方式來解決軍事問題的一

個原因，其中像是極力強調管理價值和企業倫

理，就是使美軍在越戰期間表現不佳的一個重要

原因。3

儘管有這些負面經驗，但美軍顯然並未學到適

切教訓；軍中仍盛行將商業經營方式套用在戰爭

行為上，依舊將重點置於管理和軍事效率而不是

效能上。許多以商業模式為本稱作「指標」的方

式被大量用來評估美軍實戰上的表現。但是經驗

顯示，除非承平時期就持續且極度重視領導和作

戰，否則面對強大且熟練的對手，士兵們的軍事

績效必然不彰。此外，戰場指揮是一門藝術，而

非科學或類似商業的活動。

用語
一般用語中的「作戰領導」，意指那些需以作

戰而非以戰術考量的指揮官及其參謀，在整個衝

突頻譜中—亦即從承平時期的競爭、到未達戰

爭程度之作戰與高強度的傳統戰爭—對其職權

與責任的行使，包括陸軍的軍級、海/空軍同級單

位(包含艦隊/空軍)，到戰區軍團/艦隊/空軍、多軍

種(聯合)戰區司令部(戰爭區/作戰區)。戰區司令

部是主要的作戰指揮階層，因為其有充足兵力來

遂行戰役/主要作戰，能夠計畫與執行主要作戰

的最低指揮階層是聯合/聯盟特遣部隊，而在某些

情況下，甚至是單一的師級部隊(如同2003年的

伊拉克自由作戰)。

性格特質
成功的作戰指揮官通常不會有某些天生特質，

使其優於成功的戰術指揮官。在最重要的性格特

質上，作戰指揮官與戰術指揮官都需取得良好的

平衡。與戰術指揮官相較，要了解一名作戰指揮

官的性格與指揮風格，是間接而非直接透過指揮

鏈，海軍與空軍作戰指揮官的情況更是如此，因

為其下級部隊會廣泛部署於戰區內。另一個主要

差異，是一名作戰指揮官在遂行其平戰時的眾多

責任上，若欠缺作戰與戰術相較的思考，就不會

成功。

任何階層的指揮官，其性格特質都包含了堅強

個性、個人操守、卓越才智、良好判斷、勇氣、膽

識、創意、沉著、健全志向、謙遜、通權達變、深

謀遠慮、思慮敏捷、果斷、了解人性，以及具有能

清楚且簡要溝通看法的能力。顯然地，沒有指揮

官能同時表現出所有此類特質，在這些特質中

或許堅強性格、卓越才智、創意和膽識才是成功

的最大關鍵。這些素質要靠畢生及整個軍事職

涯—還要藉由自學進修—來培養。4

作戰思維
在作戰和戰略指揮階層中，全般思考及具備宏

觀願景是成功的必備條件。5 德國人稱之為作戰

思維，這種罕見的能力，是指揮官內在素質，能從

大處思考且能未雨綢繆的結果。作戰思維不同於

資訊戰主張的「狀況覺知」。6 此一詞彙被美國和

他國軍方廣泛運用，正是戰術與作戰思維對比的

最好例證。

許多傳統的軍事思想家和從事戰爭的人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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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揮官需從大處著眼思考。例如，普魯士將軍

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

horst，1755-1813年)曾說過，「人在見樹之前應

先見林，這確實是最優先的法則，從歷史研究中

就能知道這個道理。」7 老毛奇元帥(Helmuth von 

Moltke, Sr.，1800-1891年)寫道，「若不能由偉大

的思想引導，並在戰役與戰爭目標合一的指導

下，憑藉德軍官兵的勇氣在戰場上獲得的所有個

別勝利毫無用處。」8 他深信「高階指揮官對整體

大局了然於心，遠比掌握具體執行方式的所有細

節更加重要。」9 老毛奇還寫道，「所有戰爭的接

續行動並非在執行一些事先策劃的計畫，而是為

回應當下軍事情況的自發性行動，在各個具體案

例中，真正重要的是能看穿不確定性的迷霧，正

確判定事實，猜測未知部分，迅速做出決定，然後

心無旁鶩，讓自己能夠果斷地付諸行動。」10

作戰思維能幫助指揮官們運用友軍部

隊，這種方式在每次行動中都直接或間

接促成實現最終戰略或是作戰目標。

重要性
在整個衝突頻譜中，作戰指揮官應當以作戰考

量來履行其職責和職權。顯然地，在高強度傳統

戰爭中作戰思維最為重要，而在未達戰爭程度的

各類型作戰中，諸如反海上恐怖主義/反海盜、反

叛亂，以及維和行動，也需要作戰指揮官以作戰

而非戰術來思考。

作戰思維能幫助指揮官們運用友軍部隊，這種

方式在每次行動中都直接或間接促成實現最終

戰略或是作戰目標。因此，一名作戰指揮官必須

具備建構戰區戰略或作戰「圖像」的能力。這意

味著一種能知悉戰區中所有軍事和非軍事層面狀

況的非凡本領，藉由正確判斷重要和較不重要、

或瑣碎的要素，將其狀況複雜性減到最低、聯結

不同事件(「理清頭緒」)、推斷出模式，以及設想

未來數周、甚或數月的情勢動向。那些不以作戰

為考量的作戰指揮官，或許最後會成功，但相較

於那些熟練運用作戰領導信條的指揮官，渠等會

令友軍在人員、物資和時間方面付出更為沉重的

代價。此外，始終以作戰為考量的孱弱敵人，將有

可能造成極大危害，使數量龐大卻不善領導的部

美國第三軍團司令巴頓(George S. Patton)中將為紐約市

二等兵詹金斯(Ernest A. Jenkins)別上銀星勛章。

(Source: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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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蒙受重大損傷，甚或遭到擊潰。

作戰思維是培養「作戰觀」的基礎和架構—

亦即指揮官正確想定事件流程，直到完成主要作

戰或戰役目標的能力。這意味著指揮官必須像一

位好棋手般去思考組合(行動—反應—相對反

應)，直到達成軍事的最終階段。正如棋局中，作

戰指揮官要將棋盤看成是彼此關聯的單一行動

階段，而將每一步都視為是串連棋步的前奏，相

較每次只思考一步棋的對手，這將有更大勝算的

可能。作戰指揮官應當思考如何運用兵力開創契

機，同時減少敵人未來的可用方案。11

藉由精確預判敵人對自己行動的反應，作戰指

揮官可適時做出正確決策、採取行動，並接著準

備做出下一個決策，以因應敵人的反應作為。成

功的關鍵是要在敵人決策週期內產生影響，欠缺

此種能力，作戰指揮官就無法掌握並保持主動，

而缺少此一主動權，他的行動自由就會大幅受到

敵人的限制。

作戰觀的範圍原本就較作戰思維狹隘，就時

間而言，亦僅限於預判戰役/主要作戰的持續性，

欠缺應如何結束它的願景，就無法前後一貫地規

劃與執行戰役或是主要作戰。此外，作戰觀還可

確保一名作戰指揮官能專注於擊敗或癱瘓敵人

重心，卻不會轉移到追求純粹的地理或經濟目標

上。作戰觀的實際運用，是用來構思和清楚表達

「作戰指揮官的企圖」。

歷史提供了許多極成功的作戰指揮官案例，

或許幾無例外，其大部分是思想家，也是作戰藝

術的實踐者；兩者之間並不相互矛盾。拿破崙一

世(Napoleon I，1769-1821年)、老毛奇和曼斯坦

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年)元帥係屬

少數、精選的一群出色作戰思想家與實踐者。

三軍也都有一群水準之上為數不少的傑出作戰

指揮官，成功地指揮戰役和主要作戰，諸如凱

塞林(Albert Kesselring)、隆美爾(Erwin Rom-

mel)、斯利姆(William S. Slim)等陸軍元帥；朱

可夫(Georgy Zhukov)元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巴頓(George S. Patton)、蒙哥馬利

(Bernard L. Montgomery)和肯尼(George C. Ken-

ney)等上將；以及金恩(Ernest J. King)、尼米茲

(Chester W. Nimitz)、史普勞恩斯(Raymond A. 

Spruance)、康寧漢(Andrew Cunningham)、雷德

爾(Erich Raeder)、鄧尼茨(Karl Doenitz)等海軍

上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則僅有極少

數幾位在戰鬥中表現卓越的作戰指揮官，戰後

年代中表現卓越卻未獲青睞的某位美陸軍領導

人，或許就是李奇威(Matthew B. Ridgway)上將，

他擔任美國第八軍團司令表現極佳，1951年春，

扭轉了朝鮮半島周遭的情勢。12 

未能從作戰上考量會導致重大挫折，甚或是

在戰役或主要作戰上的挫敗。例如，盟軍1940年

在挪威和法國、1941-1942年在東南亞遭到擊敗，

主要原因是欠缺作戰思維。除了美國在戰略和政

策層面嚴重脫節外，越戰在本質上只在戰區戰略

和戰術階層遂行；其次，也沒將作戰藝術派上用

場。13 1982年阿根廷在福克蘭(Falklands)/馬維納

(Malvinas)戰爭中吃敗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欠

缺作戰思維。同樣的，兩伊戰爭(Iraq-Iran War，

1980-1988年)會變成作戰階層的消耗戰，也是因

為這些戰爭都欠缺作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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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作戰思維包含了數種重要、各不相同但卻密切

相關的屬性，指揮官最重要的就是具有作戰而非

戰術的觀點；依據目標對作戰要素做通盤考量；

充分理解戰爭的階層及其相互關係；了解作戰環

境的地理及作戰特色；下達正確的作戰決心；並

充分領會政策與戰略、作戰藝術和戰術間的關

係。

或許作戰思維最重要的證據，就是作戰指揮

官能夠具備「作戰」而非「戰術」的觀點。就因素

空間而言，作戰指揮官的責任區是一個戰區或是

其主要部分，戰區大小可以從數百到數百萬平方

英里不等。例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涵蓋區域

約為1億平方英里、有44個國家，而美國中央司令

部的涵蓋區域大概是2,100萬平方英里、有51個國

家。相較之下，一名戰術指揮官的觀點則要小得

多，因為這與所賦予的戰鬥區/分區或責任區相

關。就時間而言，作戰指揮官必須評估未來數周

甚至是數月的狀況，而對戰術指揮官來說，時窗

則是從數小時到2或3天。

一名作戰指揮官在規劃和運用兵力時，必須充

分評估該狀況的非軍事層面(政治、外交、經濟、

宗教、法律、環境、資訊和其他方面)的影響，此條

件並非如同某些資訊戰主要倡議者錯誤聲稱般，

是個全新的事物。例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就指出，在準備戰役時，也必須將政策

和兵學理論納入考量。14 他寫道，吾人「為了規劃

一次戰役，應當了解敵人、盟友、資源，及其國家

本質。吾人應知道對其盟友該期待些甚麼、自身

具備甚麼資源，並了解未來的效應，以確定吾人

必須害怕或期待政治策略中的哪些事情。」15 老

毛奇是首位要求將政軍考量納入作戰計畫的德國

總參謀長，他始終依據政軍態勢的有利因素和不

利因素來制定其計畫。16

毋庸待言，一名作戰指揮官應澈底了解並領會

作戰藝術的理論與實務。17 否則他將無法具備作

戰觀點，以評估其戰區狀況，接著做出正確的決

定。同時，一名作戰指揮官也須充分知悉其所挑

選專長的戰術，甚至還包含其他戰鬥兵種/自己軍

種兵科，他還須全盤了解其他軍種部隊的戰術運

用。

另一重大問題是將「目標分配」(targeteering)運

用在戰事上—也就是說，計畫作為是以削弱、癱

瘓或摧毀目標為重點，也常見先確定目標，等到

時機成熟時才開始形塑對策。在美國的運作中，

許多司令部和機構，從聯合參謀到戰場上的戰術

指揮官，都與目標發展、選擇及核准有關。

此外，一名作戰指揮官若極度干預其下屬戰術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涵蓋的責任區大約是2,100萬平方英

里，圖中簡報者為現任司令哈里斯上將。

(Source: USN/David Kol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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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的職權，則他將會喪失

作戰觀點。一名作戰指揮官會

因「鉅細靡遺的管控」(micro-

managing)其下級指揮官，而將

時間和精力花在那些最好交給

行動現場指揮官的事情上。此

種不情願的授權，就是所謂「零

缺點」容忍的表現，也就是上級

指揮官不能容許部屬犯錯。這

種指揮風格，終將造成等候命

令、欠缺動機、扼殺創意，以及

無法包容下屬。在戰鬥中不容

有這種表現，因為會有極壞的

結果。另一個問題是錯誤的理

念，亦即誤以為先進資訊科技

可使一名作戰指揮官在狀況評

估上，會較其下屬戰術指揮官

做得更好。一名作戰指揮官經

常干預戰術指揮官的職權，就

是作戰指揮官不信任部屬有能

力依據指揮官企圖執行方案的

最佳明證。老毛奇表示，所有高

階指揮官最不幸的事，就是他

們受到密切監督、且時時刻刻

都要報告其計畫和企圖。此種

監督或許經由總部最高當局授

權，抑或經過一條緊跟身後的

電報線來執行。在這種情況下，

所有指揮戰爭不可或缺的自主

性、迅速決斷和莽撞的風險都

被捨棄了，只剩一個人能做出

莽撞的決策。18 一名作戰指揮

官的行動自由，主要透過妥適

的挑選作戰/戰略目標，平衡空

間、時間與兵力要素來達成。19 

這些作戰要素和日益增多的資

訊，對做出正確決策極具關鍵。

這意味著欠缺其中一項要素或

是不利因素，須藉其他方式或

是優勢來平衡。要使這些要素

能適合一個目標，需澈底知悉

該狀況所有的軍事和非軍事層

面，其中有任何重大失衡，還可

藉由縮減目標規模或是減少空

間因素，抑或增加時間或兵力

因素來解決。作戰因素與目標

間的平衡，主要是門藝術而非

科學，最成功的作戰指揮官，

在計畫與執行其戰役和主要作

戰上，始終能表現出在空間、時

間、兵力因素與目標間的高度

協調能力。

大軍作戰多半是地圖上的

戰爭，幾乎所有成功的作戰指

揮官都具備紮實的地理知識，

並非常了解自然環境的作戰特

質。有人問過拿破崙一世，為何

能如此精確的猜到敵人企圖，

他回答說，「我事先並不知道敵

人會犯那些我可以利用的錯；

1950年9月15日，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准將、麥克阿瑟上將、阿爾蒙

德(Edward M. Almond)少將(第一排由左至右)從美軍艦麥金利山號(USS 

Mount McKinley)上觀看仁川(Inchon)砲擊。

(Source: NARA/US Army/N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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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研究我的地圖。」拿破崙不斷在地圖上研

究敵人的可能性和限制條件，較敵人做的更多，

而此種做法讓拿破崙在中歐獲得多次的成功，然

而1812年卻使他在俄國澈底吃了敗仗。就當時狀

況而言，他未能妥適評估空間、時間並對比於戰

略目標間的因素。隆美爾以其精熟地形和定位聞

名。20 麥克阿瑟也是以精通軍事地理著稱，而在

規劃執行戰役和主要作戰時，這項特質也幫助了

他能有效評估空間、時間和兵力因素。

作戰指揮官必須充分理解戰爭三個主要階層

(戰略、作戰和戰術)間的差異，以及一個階層的

決策與行動會如何影響到其他階層的事件。其

中，作戰指揮官及其參謀對戰爭階層及其相互關

係的充分理解至關重要，尤其是當他們在權衡使

用軍事或是非軍事武力，以完成戰略或作戰目標

時。戰爭每個階層都與所要達成的軍事目標密不

可分。因此，戰爭的戰術、作戰、戰略階層是要分

別看待的。此外，軍事目標決定了一方兵力作戰

運用的方法(戰術行動、主要作戰、戰役)，以及反

制戰鬥部隊將涵蓋多大的作戰區域。如同2003年

在伊拉克一樣，當必須完成單一的軍事/戰區戰略

目標時，就會產生戰爭的作戰階層。戰爭階層愈

高，部隊指揮官及其幕僚必須理解、評估與整合

的狀況就愈複雜，在整個衝突頻譜中，軍事和非

軍事層面的情勢是戰爭作戰及戰略階層成功的

關鍵所在，而在戰術階層則未必如此，除了一場戰

役或非戰爭性行動的後敵對階段之外。

儘管彼此相關，但戰爭階層和指揮階層並不盡

相同，只有在公然表現敵對時才有戰爭階層，而

指揮階層則是平戰時都存在。它們只有在完成指

定的軍事目標，以遂行特定階層的戰爭，其重要

性才得以凸顯出來。不過，個別的戰區指揮官如

果不運用作戰藝術的原則來使用其武力，卻只著

重在戰術，甚或更糟的是，僅從事純粹的目標分

配，則他就不是在作戰或戰區的戰略階層來指揮

戰爭。

作戰領導的最高藝術是做出適時且正確的

決策，決策最重要的因素應當是「任務」和「狀

況」。此外，決策會反映出指揮官的性格特質、專

業知識和經驗。大體上，指揮階層愈高，但其所

要做的決策雖然愈少，但卻是更加重要—同時

決策的時間也變多了。作戰指揮階層權衡輕重

的能力必然要大得多，需要較戰術階層更複雜

且更具挑戰性的決策程序。戰役或主要作戰是

在戰區更大範圍的地區進行，較戰術行動參與

的部隊更多、種類也更多樣。作戰指揮官需在數

周甚至數月前就先評估全般狀況的複雜性，作戰

指揮官經常還得在未獲得全般可用資訊前就要

下達決策。21 儘管科技已有大幅進步，但可用資

訊常是模稜兩可、不完整，或是澈底矛盾，還經常

太晚才取得。戰鬥中對狀況的了解不周全十分普

遍。因此，一名作戰指揮官必須依據可能部分、甚

至是完全錯誤的假設即做出許多決策。

一名作戰指揮官一方面對戰略，另一方面對戰

略、作戰藝術，以及戰術之間的相互關聯與聯繫

若無充分地知悉，是無法大獲全勝的。所有這三

個兵學理論的組成部分是密切相關的，戰略左右

作戰藝術，作戰藝術則支配著戰術，戰術階層的

行動和事件也經常會對戰略和政策有深刻地影

響，作戰藝術是戰略和戰術間的關鍵鏈結，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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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聯繫如果薄弱或中斷，就無

法很快或果斷地達成所望之戰

果。每當國家戰略階層的目的

與手段嚴重脫節或不吻合時，

作戰和戰術階層再出色—如同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始

終表現的—也只是拖延時間

而已，終究無法阻擋戰爭戰略

階層的挫敗。

以批判性方式研究過去

的戰爭、戰役，尤其是主

要作戰，是培養未來指

揮官作戰觀點的重要來

源。

作戰思維的獲取
指揮官以作戰為考量的能

力，是許多因素影響的結果，社

會與文化架構在很大程度上決

定了軍事機構的本質，因此專

業教育與訓練亦然。其中，指揮

官的作戰思維是國家整體作戰

方式及武裝部隊或特定軍種共

同作戰觀點的產物，完備的聯

戰準則與訓練，是獲取共同作

戰觀點的主要手段。

在塑造未來作戰指揮官通盤

考量能力上，具最重要直接影

響的就是參與觀摩、計畫作為/

兵棋推演、大規模演習與機動，

以及指揮大型部隊。顯然，所有

直接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

作戰演習，不過，大部分未來的

作戰指揮官鮮少有機會參與戰

鬥，因此，獲取作戰思維的最佳

方式，則是就讀能配合他們駐

地計畫的軍種/聯合戰爭學院，

另一個辦法是自修，軍官們應

當在其整個軍旅職涯中持續努

力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指揮

官受的教育愈好，就愈能了解

大局，他們也將會表現得更好

(使指揮官能具備關鍵的性格特

質)。22 歷史上所有的偉大領導

者，像是凱撒大帝(Julius Cae-

sa r，西元前100-44年)、瑞典

的艾道爾佛斯(Gustavus Adol-

phus，1594-1632年)、蒂雷納子

爵(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scomte de Turenne，1611-

1675年)、拿破崙一世、老毛奇，

都不斷努力提升其專業知識，

拿破崙一世以其好學不倦、且

從不錯過使自己更完善的機會

而聞名。23 老毛奇在軍事專業各

方面的學識尤其淵博。24

以批判性方式研究過去的

戰爭、戰役，尤其是主要作戰，

是培養未來指揮官作戰觀點的

重要來源，因為極少軍隊指揮

官具有指揮作戰階層部隊的經

驗，教育他們以作戰為考量的

最好方式，是透過偉大軍隊領

導者的成功與失敗來學習，有

些最偉大的軍事領導者也是

偉大的歷史研究者，作戰指揮

官應當是個歷史研究者，而不

是歷史家(兩者之間有很大差

別)。

未來的作戰指揮官應具備外

國政策、外交、地緣政治、國際

經濟、財政、民族、宗教，以及

其他會影響任何指定戰區態勢

議題的淵博知識，他們需要澈

底了解即將用兵的地區，他們

還須對其他國家的歷史、社會

與文化有深入的認識。

作戰領導最重要的信條

之一，就是堅定不移地

專注完成戰役或主要作

戰的「最終目標」，目標

一經選定，就須堅持到

底。

信條
當作戰指揮官在戰鬥中運用

作戰藝術中的一些信條，會使

成功的機會大增，這些信條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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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戰爭原則相關，卻不一定相同。或許作戰領

導中最重要的信條，就是堅定不移地專注目標、

取得/保持行動自由、採取主動、審慎承受高風

險、在關鍵時、地運用壓倒性的兵力。

這表明最重要的作戰要素，就是完成手上的軍

事目標，除了戰爭階層外，運用己方兵力戰鬥的方

式(戰術行動、主要作戰、戰役)及其要素(例如，重

心、機動、欺敵、頂點)都直接或間接與目標的大

小有關。因此，作戰領導最重要的信條之一，就是

堅定不移地專注完成戰役或主要作戰的「最終目

標」，目標一經選定，就須堅持到底。不過，最初

選定的目標，要能因應狀況的改變而變動、修正，

甚或放棄。作戰指揮官應當明瞭，完成目標的方

式永遠不只一種。25 同時決定並執行數個作戰/戰

略目標是最大的錯誤，除非己方具有壓倒性的兵

力，可對付敵人任何想像得到的兵力組合，才能

採取這樣的行動方案。如同效能作戰倡導者曾做

過的，任何試圖弱化軍事目標重要性的作為，都

是在與作戰思維及實際行動對立。

同樣重要的，是指揮官「獲得與保持行動自

由」的能力—亦即在任何時間遇上威脅的有效

行動。26 作戰指揮官自始至終都應盡力獲得並保

持行動自由。27 否則，他就會喪失採取主動的能

力。28 作戰指揮官還應盡一切可能來限縮敵人的

行動自由。29 實際上，對一名作戰指揮官而言，行

動自由始終會受到某些政治、外交、軍事、經濟、

社會、法律，以及當今的環境侷限所影響，通常對

作戰指揮官行動自由的限制愈多，政治領導階層

能用來完成其闡明的政治戰略目標的手段和方法

就愈少。30

就下級指揮官而言，行動自由絕對是採取「主

動」的先決條件，賦予下級指揮官的行動自由愈

多，他們採取主動的空間就愈大，為確保下級指

揮官有充分自由，作戰指揮官應當採行德國式的

「任務式指揮」。一般說來，這種用來迅速適應變

動中的戰場狀況、處理始料未及問題，以及利用

轉瞬即逝機會的指揮與管制方式，較集中式的指

揮與管制具更大的彈性。31 老毛奇強調，如果下級

指揮官等待命令，就絕對無法充分利用狀況的有

利條件，除非所有階層的指揮官都有能力自主行

動，也習於如此，才有可能輕易地解決一大堆的

難題。32 上級指揮官只提供了解和協調所需的那

些細節，留給下級指揮官許多完成指派任務的自

主行動空間。33 成功應用任務式指揮最重要的先

決條件，是指揮官對戰爭本質、共同作戰或戰術

觀點、完備的準則、卓越領導、高級專業教育與訓

練，以及常用詞彙的正確認識。

指揮與管制的任務式指揮方式，最適合用在高

強度傳統戰爭等快速移動與改變的戰場狀況中，

這是種鬆散、分權的指揮與管制方式，是以了解

整體任務需求為基礎，而非遵從來自上級的詳細

指令。大體上，在迅速適應變動中的戰場狀況、

處理始料未及問題，以及利用轉瞬即逝的機會

上，較集中式的指揮與管制更具彈性。34 這顯示了

任務式指揮最重要的優點，就是鼓勵部屬的創意

與主動，它規範所有指揮階層要持續重視領導和

戰鬥，它也大幅增強了專業教育在軍官與士官兵

間的作用與價值。任務式指揮的主要缺點，就是

下級指揮官有時可能會意外的造成情勢升溫或惡

化。此外，較低的決策門檻和高度擴散的權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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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會使指揮單位間的協調更

加困難，從而增加了指揮官喪

失掌控的風險。運用任務式指

揮的另一個隱患，是下級指揮

官不稱職，當作戰指揮官插手

純粹的戰術決定和行動時，也

會使任務式指揮的應用難以成

功。35 普遍存在於美國和其他

西方軍隊的風險趨避和零缺點

容忍，也與德國式的任務式指

揮格格不入。

總之，當需要採取緊急行動、

或是最高領導階層不容發生輕

易導致嚴重政治或戰略後果的

差錯時，就不能充分或全面的

應用德國式的任務式指揮，現

今這類狀況的例子會出在衝突

預防/管理、敵對過後及維和行

動上。任務式指揮的最重要因

素是任務、狀況、指揮官企圖、

行動自由和主動。上下級指揮官

都必須熟練地運用這些要素。

指揮官企圖是確保下級指揮

官行動自由的主要手段。1945

年之前，在德國軍隊中，指揮官

企圖絕不容質疑，此企圖提供

了一個架構，可讓身陷敵區的下

級指揮官本著上級指揮官下達

的任務精神而行動。36 在無法

精確符合己方計畫與預期的不

穩定狀況下，它促成了作為的一

致性，該企圖旨在約束並鼓勵

下級指揮官採取主動。37 依據

上級指揮官企圖執行任務，不

僅需要自主和分析的能力，也需

要德國人所稱的「順從思考」。

德國人相當重視一旦取得主動

後必須能持續維持優勢。38 老毛

奇鼓勵其部屬具有批判性思考

和自主行動，他深信當一名指

揮官在其上級指揮官企圖的架

構內行動時，將獲得最佳的結

果。39

指揮層級愈高，不確定的範

圍就愈廣，指揮官所承擔的風

險也就愈大，儘管所有的資訊

科技都在進步，但在任何特定

的作戰或戰略狀況中，總是有

相當大的不確定範圍。其中，幾

乎沒有作戰指揮官能澈底知曉

狀況中的所有因素。此外，他

經常無法等到完整資訊就必須

下達作戰決策。作戰決策基本

上依據的是「審慎承受的高風

險」。至於敵人企圖的不確定

性，戰略和作戰階層要較戰術

階層大得多。40 作戰階層失敗

的後果也會較戰術階層更為嚴

重，即使這樣，它們並無法輕易

克服。然而，作戰和戰略階層的

潛在收益卻也會較戰術階層大

得多。

所有過去的偉大指揮官甘願

冒有計畫的風險而出類拔萃，

企圖打一場不必涉險的安全戰

鬥，則鮮少能成功，四平八穩全

在兩伊戰爭的西部前線上，伊朗記者從直升機上一躍而下。(Source: SAJ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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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罅隙的準則，在決定性勝仗中會一無所獲，例

如，納爾遜(Horatio Nelson)將軍總是冒著極大風

險，在戰爭中冒很大風險的那些人，幸運之神似

乎總是站在他們那一邊。41

願意審慎冒險，意味著要在程度不等的不確定

中下達作戰決策，這樣的決策對成功而言至關重

要，尤其是在己方兵力略遜敵人的情況下。這並

非碰運氣，而是仔細算計過的決策。一名作戰指

揮官經常要合理冒險以獲致成功，顯然時間永遠

不夠、資源永遠不足，而大部分抉擇都會涉及一

些風險，戰爭中沒有十拿九穩的事。42

作戰指揮官不應武斷決定該動用何種大小與

混合的兵力，以完成指派的作戰或戰略目標，遇

上各種狀況，他都應用上全部可用或即將可供使

用的軍事或非軍事資源。43 如果旨在取得快速且

具決定性的勝利，則在戰爭中人們從不覺得太過

強大。44 從來就沒有足夠強大這回事。45 因此，

唯有使用「壓倒性兵力」的一方才能獲得決定性

勝利。作戰成功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在關鍵

時刻要比敵人更加強大，並用上速度、奇襲和欺

敵。納爾遜將軍相信，唯有人多才能大獲全勝，

拿破崙一世說道，「上帝總是站在人多勢眾的一

邊。」拿破崙一世或納爾遜所想的都不是整體的

兵力優勢，他們力求做到的是運用其可用兵力，

使其能集中壓倒性的兵力來對付部分敵人，將之

擊潰，再以同樣方式對付其餘敵人。46 指揮官試

圖要使每個地方都強大、或是他將其兵力虛擲在

次要任務行動上，都違背了此一基本原則。47

在尚未達到戰爭程度的作戰或是高強度傳統

戰爭中要成功的一個關鍵先決條件，就是指揮官

及其官兵的特質與技能。指揮階層愈高，擁有受

過良好教育、訓練與技能的指揮官和參謀就愈重

要。其中，指揮官應當具備堅強性格、道德勇氣、

膽識、創意，以及具備以作戰而非以戰術思考的

非凡能力，經驗顯示僅有極少數領導者具備某種

天生特質，能夠全般思考並未雨綢繆。對大多數

成功的指揮官而言，作戰思維要經由平時及戰時

持續不斷努力來獲得。專業教育、尤其是自修和

訓練是獲取作戰思維最主要的手段，作戰領導信

英國名將納爾遜將軍的作戰策略是力求做到集結可用

兵力，以壓倒性方式來對付敵人。(Source: AP/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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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運用不應像教條一般，而要以任務和狀況為

基礎。經驗顯示以犧牲作戰思維為代價而過分強

調科技，是無法成功對付勁敵的。在兩強爭霸的

戰爭中，勝利是屬於思考周全、行動快速，並具有

更大決心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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